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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解与再集聚的要素分析
———基于事权、人口和成本的东京经验与北京对比

王吉力 杨 明 张 宇 伍毅敏 游 鸿 (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首都区域空间
规划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45)

【摘要】疏解和集聚是城市发展和政策制定中的一对核心议题，北京目前仍处于推动功能疏解的阶段。但从国际大城市的经
验看，都经历了“先推动疏解、再引导集聚”的过程。哪些关键要素影响了政策演变? 研究对东京 2000 年前后从疏解到再集
聚的演变进行了整体回顾，分析了规划事权、人口结构、实施成本三要素的变化与政策思路的演变关系。同时，结合新版北京
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背景，认为北京相关要素呈现了规划事权调整同时“下放”和“上收”、人口结构同时“变稳”和“变老”、规划
实施同时“变贵”和“变难”的特征，并开展对比讨论，提出四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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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版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的重要目标，也是优化提升首

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的
重要抓手。从国际经验来看，伦敦、巴黎、东京等城
市，都早于北京开展过城市功能疏解。以东京为
例，近几十年可划分为 2000 年前的功能疏解和
2000年后的功能再集聚两个大的阶段。同样，伦
敦、巴黎的发展历程也是相似的从疏解到再集中。
这样的发展模式是否有其规律性? 对北京来说，当

前无疑还处在疏解的关键时期，但今后是否会有中

心再开发的阶段? 结合国际大城市开展比较研究，

可以加深对城市发展规律的一般性认识［2］，从而优

化北京自身的趋势预判和政策制定。
本研究结合近期赴东京的实地调研所得，以东

京为例对其 2000 年前后发生的疏解与再集聚的变
化展开讨论，并分析了影响其从疏解转向再集聚的

三方面要素特征。北京的发展自有其特点，但东京
与北京同为东亚社会结构下功能复合的首都城市，

东京都市圈“一都三县”与北京市域、东京都与北京
六环内的空间尺度大致相似，也有着引导组团式发

展的相近规划思路，具备一定程度的可比性。考察

东京首都圈疏解与再集聚的过程，剖析其中的规律

问题，对比相似的要素特征，可以为我们预判北京

更长期发展可能出现的情景提供战略参考。

1 对东京从疏解转向再集聚的认识

当前，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大多还处在功能
疏解的阶段，国内研究多结合疏解时期的东京经验

展开讨论，比如对日本五次首都圈规划的学习和借

鉴［3－5］，对疏解时期东京大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的

总结［6－8］等。也有部分研究结合日本 1999 年《地方
分权法》、2005年《国土形成规划法》调整前后对比，
介绍了新的规划模式［9－11］。
考察东京 2000 年前后从功能疏解到功能再集

聚的演变历程，以及“郊区化的终结”“都心回归”等
现象背后的社会经济原因，可以看出规划事权下放

至城市、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土地价格降低与这一历
程之间的关系。
1. 1 日本的首都圈规划经历了规模扩张和提高质
量两个阶段

二战后日本的高速经济发展使人口向东京迅

速集聚，产生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客观问题。
自 1958年至 1999 年，日本进行了五次首都圈规划
( 图 1) ，体现出功能疏解时期从抑制城市功能大规
模集聚，到逐步引导郊外开发，再到促进功能分散，

加强首都圈及周边地区联系的过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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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日本第一次首都圈规划的最初目标为
缓解东京非首都功能集聚带来的“一极集中”现象。
1968年第二次首都圈规划开始，逐步引导功能向外
疏解，建设近郊新城，进而建设远距离的副都心和

业务核心城市，如筑波研究学园都市、幕张新都心，
包括 1976年第三次首都圈规划建设横滨港未来 21
等。1986年第四次首都圈规划提出了“多级分散型
网络结构”，向更远距离疏解，建设埼玉新都心。
1999年第五次首都圈规划在既有基础上，强化分散
型网络结构，加强了各组团城市间的联系［13］。
随着 2000年后日本对一系列国土规划法律的

调整，《首都圈整备法》也相应修改，改为广域地方
规划的模式，规划思路从规模扩张转向提高国土质

量，大规模国土开发时代结束［9，10］。

图 1 东京首都圈人口规模演变与五次首都圈规划的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政府统计综合窗口( e-Stat) ，

作者整理

1. 2 泡沫经济破裂带来郊区扩张态势停止，人口和
新城建设出现向心回归

20世纪 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人口呈
现少子化与老龄化特征( 图 2) ，城市中心区住宅建
设增加，人们从追求居住面积变为追求便利性。东
京都市圈向郊区扩张的势头停止，在东京都市圈外

缘还出现人口减少的现象，被概括为“郊区化的终
结”［15］。
考察东京首都圈内部典型新城新区开发的规

模和分布演变 ( 图 3) ，同样看出开发建设“由近及
远，再由远及近”的历程。新城新区的功能由最早
吸引居住为主的卫星城发展到以吸引就业为主的

业务核城市，直至当前功能复合的小型地块整体开

发成为新方向，在都市圈郊区地带形成“多核化”的
现象。
1. 3 人口“都心回归”扭转人口疏解态势，加剧人
口向中心城市集中程度

与“郊区化的终结”相对应的，是人口“都心回

图 2 1920年至 2015年东京都人口结构变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日本平成 28年东京都统计年鉴，作者整理

图 3 东京首都圈部分新城新区规划建设情况比较图

作者根据参考文献［14］整理

归”现象［15］。对比东京首都圈“一都七县”的人口
变化，战后东京都人口迅速增长，但在 20世纪 80 年
代左右随着疏解工作的开展，得到控制。彼时千
叶、埼玉、茨城等周边县的人口年均增长率高于东
京。到 2000年后，东京都的人口重新转为增加，并
在人口年均增长率上形成反超，周边七县的人口增

速逐渐放缓、部分县人口总量出现减少( 图 4) 。近
年来，由于东京常住人口继续提升，日本政府又制

定了如“家乡纳税”等政策试图纠正东京“一极集
中”问题。

图 4 东京首都圈人口增长率变化图

资料来源:日本平成 28年东京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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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地价回落倒逼建设模式转变，促进交通土地一
体化开发的加强

东京在推动疏解的时期，同样结合首都圈规划

开展了环路建设，构建三层级的环状道路网。最内
侧的中央环状线全长约 47km，于 2015年全线通车，
接近北京三环路尺度。中间的外环道( 东京外廓环
状道路) 规划半径近 15km，全长约 85km。更大的圈
央道( 首都圈中央联络机动车道 ) 规划半径 40 ～
60km，全长约 300km［16］。

2000年以后，建设的重点转向促进交通节点再
开发和促进复合型开发。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虽
然地价下跌降低了拿地成本，但开发主体融资也变

难了，许多项目被迫调减规模或向后推迟。这一现
象倒逼了开发模式的转变———“在地价上涨的时
期，项目开发即能带来足够的盈利，与项目质量本

身关系不大; 泡沫破裂后，项目价值评估的重要性

才凸显;因此促进了 TOD 模式的使用，因为采用这
一模式开发站点周边地区，带来的利润更丰

厚”［17，14］。1989年颁布的“宅铁法”进一步改变了
开发建设的模式———通过预先购买周边用地、集约
换地汇总零散用地资源、统一规划土地重整项目的
流程①，促进了交通与土地一体化开发［17］。同时
“宅铁法”还要求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基于未来需求
补充公共设施。在一些原有的城市功能区，依托交
通节点进行的此类更新，如东京站、新宿副都心、六
本木中城等，聚集人气，也拉动所在区地价更快的

回升( 图 5) 。

图 5 1989年至 2017年东京都区部商业地价平均值变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日本地价调查［18］，作者整理

1. 5 小结:东京规划事权、人口结构和土地价格的
改变对疏解转为再集聚产生的影响

“二战”后，伴随着“婴儿潮”、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城市化，东京首都圈和区部的功能和人口快速持

续集聚，产生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客观问题。
土地成本抬高也使居民和企业产生了外迁的主观

动力。但到了 2000 年左右，政府的政策发生了变
化，结合城市再生计划，从疏解转向引导功能和人

口重新向区部集聚。
这一变化背后，推动东京功能疏解的内外动力

均发生了改变。一是规划事权从中央事权变为地
方事权。中央政府有更多的动力促进区域均衡发
展，但在 1999年日本《地方分权法》将规划调为地
方事权背景下，东京都政府为应对当时经济不景

气、企业外迁出现的区部“空洞化”现象，通过集聚
来发展经济，增强城市的国际竞争力，编制“东京构
想 2000”，实施城市再生计划。
二是日本社会的人口结构进一步老龄化。“二

战”后日本的“婴儿潮”一代到 2000 年后逐渐步入
老年。1980 年时，东京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
例为 11. 11%，2010 年达到 27. 0%，2015 年达到
27. 6%②。区部的交通条件、配套设施设施、生活服
务水平要优于外围地区，是不少老人逐渐搬回区部

的原因。人口和功能重新向心集聚进一步促进了
企业、年轻人的回流，年轻人更倾向于租住在市中
心，形成正向的反馈。
三是泡沫经济时期的高地价促使企业产生外

迁以降低成本的诉求，泡沫经济破裂后，东京都商

业地价和住宅地价均出现回落，与首都圈周边城市

地价差距缩小，企业在东京开展经营的成本相对降

低，集聚效应发挥更多作用。这一时期的政策，如
不同功能区容积率限制的调整，将东京都心的容积

率从 10提高到 13，也在鼓励和引导开发建设向东
京中心区回归。另一方面，开发建设模式发生转
变，如 TOD 模式由于能为开发建设带来更多的利
润，被广泛使用［17］。
但是，从疏解转向再集聚并不意味着功能疏解

阶段工作的无效。疏解阶段对各组团的良好开发、
局部功能和人口的迁出、分散联网型结构的构建、
环路和交通体系的重构等，为重新集聚打下了基

础，提供了再次发展的余地。疏解阶段仍然需要管
好、善用腾退空间，防止疏解后迅速“回流”式的再
集聚。

2 新总规实施背景下北京相关要素的特征

1949年以来，历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对空间布
局的引导与调整一以贯之，始终围绕“分散集团式”
布局来塑造空间形态［19，20］。但北京城市既有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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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仍然以依靠聚集资源的路径为主，每增加 100 亿
元 GDP，通常需增加 2. 8 万常住人口、1. 8km2 建设

用地［21］。过去的这种“聚集资源求增长”的发展路
径与宏观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关，目前来看相对粗

放。2017年，北京市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约 22. 7 万
元 /人，全市城乡建设用地地均产值约 9. 5 亿元 /
km2，与国际大城市对比仍有一定差距。新版城市
总体规划提出了人口规模、建设规模双控的要求，
倒逼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城市功能
优化调整。在这样的新要求下，北京呈现出规划事
权调整同时“下放”和“上收”、人口结构同时“变
稳”和“变老”、规划实施同时“变贵”和“变难”的
特征。
2. 1 规划事权同时“下放”与“上收”———强化区级
规划实施力量与落实中央对北京的要求

北京的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制度经历过从统一

管理，到三方共议，再到垂直统一的过程，对规划编

制、实施的管控始终以市级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为
主［22］。法定规划编制主要由市规划院承担。规划
实施管理则包括两个层级，即市规划委③和作为其

派出( 直属) 机构的各分局。
由于这一编制和管理体系需要对应市、区、街

( 乡) 三级政府的不同类型的需求，形成“一级规划
编制、二级规划管理、三级政府事权”的结构，在工
作运转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匹配［22］，北京开展了

长期的工作，通过强化区级规划实施力量来提高规

划管理的效率和科学性。如 2000 年在市规划委组
建后，即开展市区( 县) 规划部门“共同研究，市审区
办”的两级管理工作机制建设，下放部分具体建设
项目管理事项至区级［23］。《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 2016年—2035年) 》进一步要求优化调整市、区两
级的规划事权，提出“市政府作为规划管控主体，强
化市级对城市规划的刚性控制和实施监督作用; 区

政府作为规划实施主体，发挥其主动性和积极性，

合理配置区级规划实施的自主权”“除涉及全市性、
系统性、跨区域的项目及重大工程外，逐步实现项
目规划手续由区级办理”［1］。
同时，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围绕“建设一个

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问题开展
工作，上升到国家发展需要的高度规划首都未来、
落实中央对北京的要求; 如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

精神，紧紧扣住迈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编制;
2017年 7月市委全会上，市委主要领导提出要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北京工作的要求上

来，牢牢把握好“都”与“城”、“舍”与“得”、疏解与
提升、“一核”与“两翼”的关系; 2018 年底北京市机
构改革还组建了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由市委主要

领导担任委员会主任，进一步统筹抓好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和发展等。
2. 2 人口结构同时“变稳”与“变老”———人口总量
减少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减少

增量时代，常住人口规模虽屡屡突破总体规划

设定的目标值，但也促进了经济增长。北京奥运会
前后的 2005年至 2010年是北京外来人口增加最快
的时期，常住人口规模也快速增长。2015 年后外来
人口开始下降。2017 年常住人口首次减少了 2. 2
万人，常住外来人口、户籍人口也分别减少了 13. 2
万人、3. 7万人。与津冀其他城市对比可见，北京人
口增长率在 2013 年后迅速降低，2017 年降为负值，
城市人口流动“变稳”。相比之下，河北部分城市人
口增长率有所提升( 图 6) 。

图 6 2001年至 2017年京津冀 13城市的常住人口年增长率变化图

资料来源:各市统计年鉴④，作者整理

在人口规模相对稳定的同时，北京人口结构的

“老龄化”增长较快 ( 图 7) 。2000 年，北京 60 岁及
以上常住人口占比已达到 12. 5%。之后 10 年随着
外来人口大规模进入北京，比例相对稳定。从 2010
年的 12. 6%起，逐年增长到 2017 年的 16. 5%。0 ～
14岁常住人口占比从 2010 年的 8. 6%回升到了
2017年的 10. 4%。而由此带来的，是 15～59岁劳动
年龄人口占比从 2010年的 78. 8%降低到了 2017年
的 73. 1%。由于外来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更
高，可以预期，常住外来人口的减少会加快北京老

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降低速率。
2. 3 规划实施同时“变贵”与“变难”———土地成本
的增加和交易成本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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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953年至 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年龄构成

资料来源: 2005至 2018年北京统计年鉴，作者整理

北京土地价格与住宅商品房价格变化趋势基

本一致，横向对比住宅商品房价格增长与用地产出

效益增长，可以发现住宅商品房价格增速高于地均

产出增速，侧面反映出土地成本的增加超过了土地

产出的增加。住宅商品房价格从 2003 年的 4456
元 /m2 增长到了 2015年的 22300元 / m2，2017 年的
34117元 / m2，14年间平均每年增长约 15. 65%。与
此同时，全市地均产出从 2003 年的 2. 51 亿元 /km2

增加到 2015 年的 7. 88 亿元 /km2，2017 年的 9. 51
亿元 /km2，14 年间平均每年增长约 9. 97%，慢于住
宅商品房价格增速( 图 8) 。

图 8 北京市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地均产出增加示意图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栏目、2018年北京统计年鉴⑤

同时，北京规划实施所面对的交易成本也在不

断增加，规划实施不断“变难”。一是许多工作都是
政府独自推动，没有广泛调动市场和社会参与。
如”疏解整治促提升( 以下简称疏整促) ”、拆违等，
各项任务目标主要在政府系统内部制定、分配、执
行，市场和社会不了解信息，不能形成合力，甚至形

成阻力。二是部分领域规则模糊，非正式制度较
多。如征收补偿标准不明确、不统一，过度强调“一
地一策”、“一事一议”，提高了被征收方的预期收
益，结果不断抬高实施成本。如对第一道绿隔 24 个
实施单元测算发现，总成本和人均实施成本逐年增

长，四批试点平均达到 271. 5万元 /人。

3 要素的对比讨论及对北京特征的认识

在新时代实施新总规的新要求下，北京在规划

事权、人口结构、实施成本方面的变化，将对城市发
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结合与其他城市的对比分析，

形成如下四点认识。
3. 1 北京新总规对规划事权的调整，有助于引导非
首都功能疏解，同时需防止新功能无序集聚

推动跨界区域均衡发展的工作，通常由能统筹

该区域的主体负责，或者由中央政府设置机构参

与，确保有效施行。比如，作为日本首都圈规划实
施主体的“首都圈整备委员会”是日本原总理府的
外局，即直属机构，其委员经参众议院同意后由日

本首相直接任命［5］; 1965年巴黎地区国土开发与城
市规划指导纲要( SDAUＲP ) 由法国政府负责，编制
人直接向政府和总统汇报［24］; 巴黎大区 2030 战略
规划( SDＲIF 2030) 由巴黎大区议会组织编制，法国
政府参与等。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首次具备了
上位规划，即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作为战
略引领，同时“跳出北京看北京”，站在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高度为城市空间结构调整谋篇布局，深刻认

识都与城的关系，全力保障四个中心建设。这些调
整都有利于在京津冀区域尺度统筹配置资源，推动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而区一级的事权下放，对区级层面集聚资源是

强大的驱动力，对北京的“促提升”有利，但也需要
配套整体的把控能力。如有些城市较早将规划管
理权限下放至区县层面，“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
制提升了城市集聚资源的速度，但也出现了“重局
部、轻整体”现象，局部地区受短期利益驱动，违章
建设、重复建设，使城市整体面临一定程度的失
序［25，26］。国务院给部分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强调
“市级城市规划管理权不得下放”，是与北京面临着
不同的实施背景。因此，北京在规划事权下放的过
程中，在发挥区级积极性的同时，也需要做好预判，

在“促提升”的过程中防止新功能无序过度集聚。
3. 2 人口结构的变化尤其是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
口总量减少将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分布和迁移有不同的规律，

是影响疏解和集聚效果的客观因素之一。老年人
口的空间迁移特征主要包括区域尺度的向温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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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集中、向大城市集中，和城市尺度的靠近公共交
通设施、靠近城市中心，日本、美国［27，28］等皆有此现
象。同时，伴随着各类服务设施重新布局，还会进
一步吸引其他年龄段的常住人口迁移。北京当前
需要降低城六区人口规模，城六区以外平原地区的

人口规模有减有增、增减挂钩。在常住人口规模相
对稳定的背景下，老龄化的逐渐加深将如何影响全

市人口和功能的分布，是否会增强常住人口向公共

服务更优质、交通更便利的中心城区迁移的动力，
应进一步分析预判。
同时，随着功能疏解和人口调控的持续进行，

北京未来可能面临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风险［29］。
虽然全市三次产业从业人员仍然维持每年约 30 万
人的增速，2017 年达到 1247 万人，但从劳动年龄人
口来看，自 2010 年以来 15 ～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占
比即呈下降趋势。加之全市常住人口规模逐渐稳
定、外来人口规模逐渐减少，15 ～ 59 岁劳动年龄人
口的总量也从 2014 年开始由增转降。2010 年劳动
年龄人口 1546. 4 万人，2013 年达到最多的 1621. 7
万人，2017年降至 1586. 1万人。
3. 3 规划实施降低“土地成本”或降低“交易成
本”，都能有助于新功能向城市集聚
“房价高涨”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点到
的“大城市病”之一。近年来也有大量研究提出北
京高涨的房价促使新毕业年轻人、科研人才等各类
人群“逃离”北京、北京的就业吸引力降低等。反向
来看，房价的降低或土地价格的降低，能吸引人口

和产业回流，产生新的集聚，如日本泡沫经济之后

东京商业和居住地价都降低，结合政府配套的相应

政策，部分企业重新向东京区部回流［12，17］。
同时，若能改变开发建设模式，降低规划实施

的交易成本，既有经验表明也可以促进新的产业和

功能集聚。如 20世纪 90 年代后，东京的 TOD开发
配合了与站城一体相适应的土地政策、轨道与沿线

土地相衔接的开发模式，同时优化拿地模式———只
购买部分用地，使原土地所有者在项目中仍拥有部

分土地，与开发方在项目中构成利益共同体，从而

降低实施阻力，促进再开发。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提出了改革建设开发模式，包括“建立城乡统一
的建设用地市场，创新集体建设用地集约集中和转

型升级利用机制。建立深度土地一级开发模式，改
革现有土地一级开发成本核算方法，将公共空间建

设纳入土地一级开发范围”等，可以通过优化制度，
控制规划实施的交易成本。
3. 4 “促提升”还需要强化统筹、有所节制，避免越
疏解人口越多、功能越复合
将“疏解”“整治”“促提升”综合来看，当前，北

京的存量建筑再利用带来的，除了产业业态的升

级，通常还有就业密度和就业总量的增加，并在一

定程度上将带来常住人口的增加。具体来说，如批
发市场疏解之后转型为写字楼，人均办公面积是降

低的，因此在建筑面积不变的前提下，一栋楼能容

纳的就业者数量实际上反而增加了———动物园天
皓成批发市场疏解之后转型为金融中心，用原来

3%的面积容纳了原来 1 /5 的人［30］，虽然单位面积、
单位就业的产值大大提高，但照此规模推算，如果

既有建筑面积全部重利用，就业人口将是原来的 6
倍———形成“越疏解人口越多”的问题。
产业“促提升”的方面，各区都为自身的产业优

化提升设立了目标。虽然从各区层面看，都符合总
规导向、符合疏整促要求、符合发改委《禁限目录》
的安排。但若拼合各区的目标，则显现出扎堆转型
“金融、科创、文创”三类功能的特征 ( 表 1) 。是否
与全市整体适宜的产业结构相适应? 是否存在匹

配的市场需求? 是否因此需要更多用地服务保障?

需要进一步强化全市层面统筹考虑，在规划事权下

放至各区的同时，“促”也需要有所节制，避免功能
越来越复合。

表 1 疏解后转型提升的部分产业对比示意

圈层 转型提升产业类型

一核 文化创意 国家政务

一主 金融创新 科技创新 公共服务

一副 科技创新 文化旅游 行政办公 商务服务

多点 金融服务、金融创新 科技创新、科技服务、信息服务 文化创意、文化旅游 教育医疗 跨境电商

资料来源:各区政府工作报告，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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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在东京城市发展和政策制定过程中，疏解和集

聚这一对核心议题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经济不同发

展阶段带来的客观要求，政策调整始终与之相适

应。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此时以中央政府为主
推动了东京首都圈的规划建设; 客观上，年轻的人

口结构、逐渐走高的住宅和商业地价也促进了功能
向东京首都圈疏解转移。随着经济增速逐渐降低，
工作重心顺势由功能疏解转向加强各组团的联系。
2000年以后，由于经济发展相对停滞，地方分权的
制度安排使地方政府开始重新推动功能向心集中、
加强城市竞争力，人口老龄化、地价的回落和开发
模式的转变在客观上也与政策的调整形成正向的

反馈。
北京仍处于功能疏解的发展阶段，规划 2035 年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构架基本形成。从更长期
的发展来看，应该针对“疏解和再集聚的未来”这一
核心问题和关键要素提前研究，进一步开展国内外

城市对比分析，加深对北京城市发展的规律认识，

强化趋势预判，做好政策预案。
致谢:东京大学城所哲夫副教授、日建设计中

分毅副社长、王嘉和总经理! △

【注释】

① 宅铁法全称《大城市地区住宅开发及铁路建设的一体推进特别措

施法》( 大都市地域における宅地開発及び鉄道整備の一体的推進

に関する特別措置法) 。其第十二、十三条规定了位于铁道设施区

的规定，和其内住宅地换地申请的流程。从项目整体步骤来看，宅

铁法构建的三步流程分别为“用地购买”“集约换地”“开发建设”。

② 数据来源:日本平成 28年东京都统计年鉴

③ 北京市级的规划管理部门，2000年在首规委办、规划局基础上组

建市规划委，2016年规划、国土部门合并为市规划国土委，2018年组

建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④北京、天津、唐山为 2018 年统计年鉴。秦皇岛、邯郸、张家口、承

德、廊坊、衡水为 2017年( 经济) 统计年鉴。邢台、沧州为 2017年鉴，

用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得来。石家庄年鉴没有历年数

据，采用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年末总人口数据。保定年鉴没有历

年数据，暂缺。

⑤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栏

目，选取“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 ( 元 /m2 ) ”指标; 地均产出数据

来源为北京市统计年鉴，为各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与城乡建设用地

规模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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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Analysis of Concentr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Comparison
Between Beijing and Tokyo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Pop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Cost

WANG Jili，YANG Ming，ZHANG Yu，WU Yimin，YOU Hong

【Abstract】Concentr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urban and regional policy making． Beijing is now
decentralizing its population and industry，while many global cities likewise have moved from decentralization to re-concentration． This
paper made an overview on the changing of Tokyo urban policy，discussed the mechanism behind i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power，pop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cost，then examined how Beijing' s new master planning ( 2016－2035) changed
those three issues of Beijing． The paper concluded that Beijing's planning administrative power is decentralizing and centralizing in the
same time，demographic structure has been stabilizing and aging，and the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have become more expensive and
more difficult．
【Keywords】Decentralization; Concentration; Master Plan; Beijing


